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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年代地层表是地质学研究的一个纲领性文献, 为地

质学研究提供了时间格架, 对现代地质学的诞生和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关于用生物标志还是用事件标志定义年代地层界线的

争议由来已久.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主要以“自然事件”作为年

代地层单位的划分依据, 界线一般都选择在发生某些地质事

件的位置上, 即“自然界线”或“发生过事件”的界线[1,2]. 这种

方法注重自然界线, 重视各类地层单位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统

一性. 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事物普遍联系的多样性和不同

类型地层单元界线之间的本质差别, 忽视了一些地质事件发

生非等时性、分布的区域性和表现的多样性[3], 不恰当地用

代表时间间断的沉积不连续面等自然界线定义年代地层界

线, 使年代地层界线和地质年代表无法稳定, 因而受到后来

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
20世纪70年代以来, 确定年代地层界线的理论、方法、

标准和程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965年成立的国际地层委员

会主张采用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lobal Standard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GSSP, 俗称“金钉子”)
的概念与方法重新厘定古生代以来各个系和阶的定义, 用连

续的、没有间断的地层序列反映连续的时间, 标定的界线是

“没有发生过事件”的界线[1,2]. 界线层型强调用于定义年代地

层界线的剖面的连续性, 对于稳定年代地层标准具有重要意

义, 但忽视了自然界线和地层发展的阶段性, 把连续沉积与

自然界线对立起来, 也淡化了事物普遍联系的统一性[3].
在国际地层委员会的不断努力下, 以“金钉子”概念和方

法建立的全球统一、精确定义的国际年代地层表不断更新

完善. 目前已经完成了古生代以来102个阶[4]中三分之二以上

的阶底界的定义. 界线层型以生物地层为主要依据定义年代

地层界线, 界线的对比误差可以达到一个生物带, 最小时间

单位为百万年(Ma).
近年来地史时期重大地质事件和古气候变化引起了人

们的高度重视. “深时”(Deep Time)古气候研究计划[5,6]通过沉

积记录研究前第四纪地质历史时期地球古气候变化, 试图为

预测未来气候提供依据. 地史时期古气候变化及其引起的生

物和环境事件的持续时间通常仅为几万年至几十万年. 以界

线层型为基础提供的时间格架不能满足“深时”古气候研究计

划对时间精度的需要, 迫切需要重建一个足够精确的地质年

代格架, 从而推动了高分辨综合地层学[7~12]的发展, 催生了

“地时(Earth Time)”研究计划. “地时”研究计划的目标是建立

一个定年误差达到0.1%的水平、地层年代学精度达到第四

纪尺度(万年／十万年)的地质年代格架[13,14]. 地层划分和对

比的时间分辨率从百万年级向万年级精度的提升, 使新一代

地质年代表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准确度、精度和分辨率, 必将

极大地提高和深化人类对地球系统演化的认识.
在诸多年代地层单元界线的定义中, 以界和系的底界定

义受到高度重视, 研究也最为深入. 尽管如此, 这些年代地层

界线定义确定之后, 几乎全部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 志留

系底界的定义已经被修改[15], 开创了修改“金钉子”定义的先

河, 影响深远. 国际地层委员会泥盆系分会和石炭系分会已

经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正在修改石炭系底界的定义与界线

位置[16~22]. 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系分会准备重新定义或修订

寒武系底界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23]. 有学者提出重新定义奥

陶系底界[24~26]和二叠系底界[27~29]的定义. 泥盆系底界的两个

辅助性标准化石首次出现的层位都与泥盆系底界发生了矛

盾[30~34]. 被最为详细研究的三叠系底界随着新的标准化石不

断发现, 层位屡次被下移[35~37], 甚至有学者[38]提出三叠系底

界的标准分子在二叠纪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以界线层型定义年代地层界线的研究已经进行了近半

个世纪, 显生宙以来的年代地层界线定义已经完成了三分之

二. 中国利用本土得天独厚的地层发育优势和中国科学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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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努力, 为现行国际年代地层表作出了重大贡献, 成为取

得“金钉子”最多的国家之一. 尽管如此, 中国在这一领域却

鲜有理论上的突破, 主要工作是依据国际上已有的理论、规

则、方法和程序确定了“金钉子”. 由于各种原因, 目前国际上

使用的界线层型的理论、规则、方法和程序在当初设计与

讨论的时候既缺乏中国的资料, 也没有中国学者参加, 是极

大的缺憾. 目前, 完成显生宙所有年代地层界线“金钉子”指
日可待. 现有的国际年代地层表虽然尚未全部完成, 其时间

分辨率和对比精度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对

时空格架的要求. 界线层型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也说明需

要重新审视界线层型确定地层界线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因此, 充分利用中国地层发育的优势和雄厚的研究基础, 探

索构建“金钉子”之后的国际年代地层表, 具有重要意义.

1 界线层型(“金钉子”)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以界线层型(“金钉子”)为基础的国际年代地层表暴露的

根本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分辨率有限. 目前使用的《国际地质年代表》中最小

的可识别单元是生物带, 使用的年龄单元为百万年(Ma). 这

个时间分辨率无法满足重大地质事件和“深时”古气候研究计

划对时间分辨率的要求.
(2)识别标志不明显. 目前年代地层界线的定义是以生物

地层为主要依据建立的, 生物地层界线与事件地层界线关系

并不完全明确, 导致界线标准的野外识别标志不明显, 对比

困难.
(3)底界穿时. 用于定义年代地层单元界线的生物带底界

并不是严格等时的, 无法进行精确对比.
(4)不同相区几乎无法对比. 以海相化石为依据建立的年

代地层标准在非海相地层中通常很难使用.
(5)不易进行多学科研究和相互检验. 目前定义的地层界

线是以生物地层为主要依据建立的, 其他地层学标志都是辅

助性的. 因此, 界线层型的多学科研究性和相互验证性都有

待于进一步提高.
毫无疑问, 半个世纪以来, 国际地层委员会倡导的“金钉

子”理念和建立“金钉子”程序对地层学作出了很大贡献. 但应

当指出的是, 国际地层委员会关于“金钉子”的主张和理念并

非没有缺陷. 在具体实践上, 几乎所有“金钉子”都不同程度

地出现了问题, 充分表明“金钉子”在理论和方法两方面都存

在严重缺陷. 界线层型产生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三

方面.
(1) 界线层型强调了层型剖面上沉积的连续性和生物演

化记录连续性, 在实际操作中忽视了连续和不连续的对立与

统一, 没有将地层界线的定义与“地球历史演化重大的自然

变化(自然间断)”密切结合起来. 其指导思想上属于比较典型

的均变论, 与地质事件和多学科研究的现代地质学观点背道

而驰.

(2) 界线定义的选择和层型剖面的选择都缺乏客观标准,
采用投票的方式确定界线的定义和层型剖面及点位受到较

多人为因素甚至地缘政治的干扰, 缺乏科学性.
(3) 作为全球标准的年代地层界线所依托的界线层型

(“金钉子”), 主要以保存在岩石中的生物成种事件作为最好

的识别标志[39,40], 即“金钉子”以生物地层为主要依据确定的.
生物地层学是地层学的基础, 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0~12].
首先是生物地层单元界线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的穿时性, 不易

进行精确对比. 其次, 沉积环境不同引起的生态分异使不同

相区地层几乎无法进行直接的生物地层对比. 另外, 生物地

层单元的时间分辨率一般超过百万年, 其对比误差也超过了

百万年. “金钉子”确定的地层界线在对比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几乎都是生物地层学的上述不足造成的.
另外, 国际地层委员会一再坚持的建立“金钉子”的程序

可能也有些过于繁琐, 工作效率难免不高. 事实上, 对于近乎

宗教式的“金钉子”的做法早就有人提出质疑. 甚至有人呼吁

“金钉子”的游戏不要再继续下去了[41].

2 国际年代地层表应着力解决的问题
基于前述认识, “金钉子”之后的国际年代地层表应主要

着力解决下列问题.
(1) 提高分辨率. 在地层单元上打破一个生物带的分辨

率, 在时间上打破百万年(Ma)的分辨率, 使《地质年代表》

提供与人类社会接轨的时间单位和地质时间坐标[42].
(2)提高年代地层界线可识别性. 界线层型是地层划分和

对比的标准. 不易识别的标准对比非常困难, 其意义是有限

的. 新一代国际年代地层表应增强界线层型的可识别性, 特

别是要增强界线层型的野外可识别性, 为区域地质制图服务.
(3)提高地层界线对比的等时性. 地层学研究的要义在于

等时对比. 界线层型作为地层划分标准, 可用于等时对比是

至关重要的.
(4)使界线层型可用于不同沉积相区的精确对比. 地球是

一个多层圈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统. 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

系统同在地球系统中不断的相互作用. 层型作为地层划分的

标准, 不仅需要能在海相地层中进行对比, 而且需要能在陆

相地层中进行对比, 有利于建立不同沉积相区地层对比等

时面.
(5) 制定客观、可重复、可检验的定义和选择层型剖面

的标准, 使选择界线层型的定义和选择界线层型剖面有章可

循, 有所参考, 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定义选择和剖面选择方面

的人为因素.
(6)界线反映地球演化的历史阶段. 地层界线是地球历史

发展阶段的记录, 是地球圈层作用的结果, 反映了地球历史

发展阶段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上, 各种地质环境因素都

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因此在地层界线上, 一个因素的变

化可能会引发其他因素发生相应变化, 或者同一个成因会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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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各种地质因素发生变化. 因此, 地层界线标志应该可进行

多学科研究和相互检验, 以提高地层界线标准的精确性、可

识别性和可对比性.

3 古生代国际年代地层表的研究动态
由于“金钉子”定义的界线在地层对比方面普遍出现了问

题, 地层学家在肯定“金钉子”的同时, 积极探索运用地质事件

及其地质记录定义地层界线. 目前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趋势:
一是试图寻找与生物地层定义接近的事件地层标志对比地

层; 二是更加注重从综合地层学的角度对界线开展多学科

研究.
全球埃迪卡拉系-寒武系过渡地层中普遍存在碳同位素

负异常事件(Basal Cambrian Carbon Isotope Excursion,
BACE)[43]. 朱茂炎等人[44]认为, 在没有化石的界线剖面上,
碳同位素负异常事件(BACE)可以作为寒武系底界的识别标

志, 甚至认为, 在生物地层标准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
BACE应该作为识别寒武系底界的首选参考标志[45]. 在2012
年国际年代地层总结时, 国际地层委员会寒武纪地层分会和

埃迪卡拉纪地层分会都将BACE作为寒武系底界标志[44].
关于奥陶系底界, Cooper等人[46]展示的大部分牙形石和

笔石标本以及碳氧同位素异常数据均并非来自界线层型剖

面——加拿大纽芬兰绿岬(Green Point)剖面[25,26]. 因此, 在奥

陶系底界层型剖面上界线的生物地层定义与同位素之间的

关系不得而知. Miller等人[47]认为, 在奥陶系底界全球辅助层

型剖面(ASSP)——美国犹他州Lawson Cove剖面上, 以Iape-
tognathus fluctivagus的首现层位为标志的奥陶系底界界线之

下15 cm处有一个δ13C同位素正偏移峰值在界线对比中特别

有价值. Wang等人[48,49]认为在该界线另一个全球辅助层型剖

面(ASSP)——中国吉林大阳岔小阳桥剖面上, 奥陶系底界线

与特征的碳同位素负漂移、稀土元素地球化学异常及磁性

方向从正向转至负向的层位大致相当. 由此可见, 学者也在

寻求用记录地质事件的同位素异常作为奥陶系底界的对比

标志.
关于志留系底界, Underwood等人[50]的研究表明, 道布斯

林(Dob’s Linn)剖面上也可以得到清晰可辨的碳同位素化学

地层记录. 需要说明的是, 在道布斯林剖面上, 碳同位素

(δ13C)明显的正漂移既不是发生在Parakidograptus acumina-
tus带底部, 也不是发生在Akidograptus ascensus带底部, 而是

发生在奥陶纪末期比A. ascensus层位更低的persculptus带底

部. 这个界线也是一条非常明显的岩性突变面, 岩性由生物

扰动泥岩为主突然转化为以黑色页岩为主[50]. Underwood等
人[50]认为, 来自道布斯林剖面碳同位素(δ13C)明显的正漂移

可能实现该剖面深水相区地层与同期浅海碳酸盐地层的高

分辨划分和直接对比. Berry[51]和Lespérance等人[52]认为奥陶-
志留系界线应置于笔石Glyptograptus persculptus带之底或与

其相当的层位. 王训练和苏文博[11]指出,笔石G. persculptus带

底部有机界和无机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具有明显的物理标

志, 是代表地球演化历史重大阶段的自然界线, 其地层学意

义远大于P. acuminatus带底界. 他们提出奥陶-志留系界线应

以G. persculptus带的底界作为标准.
虽然在泥盆系底界界线层型剖面上“金钉子”所在层位没

有明显的事件发生[31], 但是在“金钉子”之下志留系最上部一

个笔石带––Monograptus transgrediens带发生了一次缺氧事

件, 导致底栖生物绝灭[53], 并有δ13C明显正异常[53,54]. 这个事

件分别被称为志留-泥盆系界线事件[55]
、C4事件或者trans-

grediens事件[56]和Klonk事件(Klonk Secundo-Unnamed
Event)[57]. Zhao等人[58,59]将这个事件的地球化学记录用作华

南泥盆系底界的对比标志.
早在1976年, 吴祥和(贵州省地层古生物工作队地层组

(吴祥和执笔). 贵州的石炭系. 内刊, 1976)就提出在黔南泥

盆-石炭系界线附近存在较大的沉积间断, 其上下沉积物和

生物群之间都有较明显的差别, 认为这个间断面就是泥盆系

和石炭系的自然界线. 国际泥盆系-石炭系工作组对全世界重

要剖面的调查表明, 在Siphonodella praesulcata向S. sulcata演
化过程中, 确实存在一个间断, 缺乏中间环节. S. praesulcata
带的最上部缺乏该带的命名分子, 而是以浅海相牙形石Pro-
tognatuodus动物群为代表, 反映全球海平面下降事件. 这个

全球性的海平面下降事件不仅使浅海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而且在远洋生物序列中也出现较为近岸的Protognatuodus生
物相[60]. Walliser[55]认为泥盆系-石炭系界线是典型的事件(泥
盆纪-石炭纪界线事件, 或者Hangenberg事件)界线, 不仅表现

为菊石、三叶虫、介形虫、牙形石动物群的大量灭亡, 而且

在岩性方面也有明显变化, 德国著名的Hangenberg页岩则被

认为是这一事件的反映. Walliser[55]建议将石炭系界线置于

Hangenberg事件开始的层位, 即Hangenberg页岩底部, 并建

议国际地层委员会确定的界线(委员会界线)应与同全球事件

相吻合的自然界线一致. 王训练等人[11,60]从综合地层学的观

点出发提出将泥盆系-石炭系界线置于Hangenberg事件结束

的层位, 即Hangenberg页岩顶部, 并认为这个界面是S. sulcata
出现的最低层位, 而且是一个层序的初始海泛面, 标志明显,
野外易于识别和追索. 如果以这个界线作为泥盆-石炭系界线

标志, 不仅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不同相区地层对比问题, 还能

大大提高地层的对比精度. 在界线层型剖面上, 这个界线位

于84层(或85层)底部.
目前所知, S. isolatus的首次出现可能既不代表生物界演

化的阶段性, 也与无机界发展阶段性之间没有密切关系. 在

全球各地以S. isolatus首次出现为标志的石炭-二叠系界线的

事件地层标志不明显, 以S. isolatus为标志进行石炭-二叠系

界线的识别和精确对比可能都是比较困难的[27,28]. 王训练等

人[27,28]认为, 长远来看, 可能需要重新选择石炭-二叠系界线

的定义, 重新确定石炭-二叠系界线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

(GSSP), 把界线的定义选择与生物辐射事件或生物爆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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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一致的自然界线联系起来, 使地层界线反映地球演化的自

然阶段, 才能解决石炭-二叠系界线的识别和精确对比问题.
三叠系底界(即印度阶底界)界线与显生宙最大的生物灭

绝事件相伴随, 为界线判别和对比提供了大量生物和非生物

的事件标志[61,62]. 在煤山剖面上, 以牙形石Hindeodus parvus
标定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位于27层灰岩的中部, 即27c层之

底[63], 而最主要的生物大灭绝界线位于25层(火山黏土岩)之
底, 低于依据牙形石确定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18 cm[64~66].
另一个显著的生物大灭绝界线位于28层(火山黏土层)之底,
高于依据牙形石确定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8 cm[66,67]. 大灭绝

界线位置在多数地区都能够借助各种手段识别出来. 尤其是

被称为“界线黏土岩”的25层黏土岩不仅含有一些特征性的碎

屑物质, 以及可能有别于其他火山黏土岩的特殊矿物和元素

组分, 而且与二叠纪末主灭绝界线相关联, 是一个十分有效

和可靠的地层界线识别标志[61]. 相当于煤山剖面25层之底的

主灭绝界线, 在多数剖面上都能够借助于生物灭绝事件或相

关的环境事件沉积标志确定出来, 从而可以比较准确地限定

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位置关系[61]. 在煤山剖面上, 二叠纪-三
叠纪之交碳同位素体现为两次显著的负向漂移[68,69], 其负异

常峰值分别位于25和34层. 前者与重大生物灭绝线和“界线

黏土层”基本一致, 通常作为二叠系-三叠系界线的重要划分

和对比标志而得到广泛应用[61].
综上所述, 由于以界线层型定义的年代地层界线在识别

和对比中普遍出现了问题, 地层对比中纷纷寻求使用与界线

层型生物定义有密切联系的事件地层标志进行对比, 既可以

看作是地层学研究认识上的一个深化和飞跃, 也可以理解为

地层学研究学术指导思想的一个回归.
事实上, 一些已经确定的年代地层界线定义(GSSP)并没

有完全按照国际地层委员会和《国际地层指南》的要求将

界线定义置于一个标准化石的首现点(first appearance datum,
FAD)上, 而是以地质事件的自然记录作为界线定义的标志.
这些界线定义确定后不仅争议很少, 而且在全球对比中取得

了很大的成功, 与以标准化石的首现点定义的界线层型剖面

和点位形成明显的对比. 埃迪卡拉系底界定义和古近系底界

定义就是最好的实例.
埃迪卡拉系底界的层型剖面为澳大利亚南部弗林德斯

山脉(Flinders Ranges)的依诺拉马沟剖面(Enorama Creek sec-
tion), 层型点位为直接覆盖于冰碛岩及其相关的沉积物之上

的那卡林纳组(Nuccaleena Formation)盖帽碳酸盐岩的底

界[70]. 白垩系与古近系之间的界线, 即丹麦阶(Danian)底界的

层型剖面为突尼斯的El Kef剖面, 层型点位为界线黏土层的

底部(the base of the boundary clay)[71].在这个界线层型剖面上

存在许多对比标志, 其中最有用是陨石撞击证据(铱异常、富

镍尖晶石等)和浮游微体化石与超微化石的集群绝灭. 这个事

件与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完全吻合. 因此, 白垩系与古近系

之间的界线以陨石撞击地球的瞬间为精确标志. 这就意味着

由陨石撞击形成的所有沉积物都属于丹麦阶(古近系). 这个

定义很好地解决了界线的对比问题[71].
近年来, 新生代年代地层表研究大量采用事件地层标志

和综合地层学研究方法, 确定地层界线层型和剖面点位. 古

气候事件[72,73]
、氧同位素偏移事件[74]

、碳同位素偏移事

件[75,76]
、气候旋回事件[77]和磁极反转事件[78]的地质记录都

被用来定义地层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 还有一些新生界年代

地层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是以自然界线为标志, 采用多指标

的综合地层学方法确定的[79~81]. 与古生界相比, 新生界年代

地层系统中阶的时限更短, 分辨率更高, 对比更为精确, 这也

给亟须提高分辨率和对比精度的古生界年代地层系统研究

带来极大的启示.

4 两类地层单元的划分、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Wang等人[82]按地层单元界线穿时与否将地层学的分支

学科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生物地层学, 其地层单元具有不

可重复的性质, 在建立地层序列和确定地层时代方面具有相

对的独立性, 是地层学的基础. 生物地层学的不足之处在于

生物地层单元界线一般都有一定程度的穿时性, 不易进行精

确对比, 而且无法进行不同沉积相区地层的对比. 另一类即

现代地层学的一系列分支学科, 包括事件地层学、层序地层

学、生态地层学、磁性地层学, 还有稳定同位素地层学和地

震地层学等. 这一类分支学科都以突发性瞬时事件的地质记

录作为地层划分对比的依据, 建立的地层单元界面一般都表

现为自然界线. 自然界线广泛存在于地层中, 代表地层发育

的阶段性和突变点, 既可以表现为沉积不连续, 同时也普遍

存在于连续沉积中, 不仅分布广, 可识别性强, 易于操作, 而

且在理论上都是严格等时的, 可用于精确标定地层单元界线

并进行跨相区大范围甚至全球性高精度地层对比. 这就弥补

了生物地层学方法难以进行精确对比的不足[10~12]. 在生物地

层学建立的地层格架内, 自然界线不仅可以作为详细划分精

确对比地层的重要依据, 还可能用于检验生物地层对比的准

确性和对比精度. 然而, 这些地层单元界面都缺乏独立的年

代标志, 并可在地史时期重复出现, 自身不仅无法确定时代

和持续时间及速度, 也无法确定发生的先后顺序, 其时代和

序列的确定只能依赖于生物地层学和同位素年代学. 一般来

说, 只有在生物地层确定的地层序列格架内, 其他地层学方

法才能有效地用于高精度地层对比. 所以单独使用事件地层

标志定义年代地层界线是不可行的.
生物地层界线与现代地层界线存在着密切关系, 甚至存

在成因联系. 现代地层学的一系列分支学科都具有事件地层

的性质, 它们确定的地层界线常常吻合, 而且常与生物地层

单位的上界一致. 这是因为事件界线中某一突发事件的出现

会触发其他事件, 而且会因为地质事件引起环境发生巨变而

导致生态系统被破坏, 生物大量绝灭. 白垩系与古近系之间

的界线上发生了一系列物理事件和化学事件, 也发生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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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集群绝灭事件. 生物地层单位的下界线一般稍高于事

件地层的顶界线[83~85](图1). 从层序地层的观点来看, 生物地

层单位的下界一般至少高于事件地层单位顶界线一个低位

体系域[82,86,87]. 事件地层界线底界面一般都是生物绝灭面, 即
生物地层单位的上界. 地质事件发生后, 生态环境恶化, 生物

进化进入残存期. 在残存期, 生态环境恶劣, 生物进化缓慢,
一般鲜有可以作为标准化石的物种形成. 随着生态环境的好

转, 生物进化进入复苏甚至辐射期, 产生一批可以用于生物

地层划分对比的生物类群. 因此, 生物地层单位的下界一般

至少高于事件地层单位底界一个低位体系域. 生物地层单元

底界与事件地层单元顶界之间的这种成因上的关系为探索

将生物地层与事件地层结合起来定义年代地层界线成为可

能(图1).
综上所述, 生物地层单元界线与现代地层单元界线各有

特色, 优势互补, 而且在成因上具有密切的关系, 为构建新一

代年代地层表创造了条件.

5 选择年代地层界线定义需要考虑的重要
因素
地层学的重要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地层的对比, 即等时界

面的识别与建立. “金钉子”尽管在一个剖面上表现为一个点,

实质上在空间上代表一个等时面. 这个等时面将下面的老地

层与上面的新地层分开. “金钉子”(GSSP)的重要价值是以生

物地层为主确定了地层界线的标准, 为建立等时对比面奠定

了基础, 是建立等时界面的重要条件和先决条件, 但还不是

“等时界面”本身, 并没有解决地层界线标准的精确对比问题.
作为地层界线的划分标准, GSSP的确定应与地层对比结合起

来, 即与“等时界面”的建立结合起来, 与野外区调和地质制图

联系起来, 提高GSSP的可识别性、对比潜力和以GSSP为标

准建立等时界面的可操作性. 只有这样, 才可能真正使GSSP
成为建立现代国际地层表的基础.

“金钉子”之后国际年代地层表中年代地层界线单元定义

的选择, 有下列几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
(1) 等时性. 地层学研究的真正要义在于地层等时对比.

因此, 地层界线定义标志可否进行等时性对比是至关重要的.
地层对比的等时性是相对的, 以“金钉子”定义的年代地层单

元界线对比的误差在极端情况下是一个生物带, 绝对年龄单

位是百万年(Ma). 在一个生物带的误差范围内“金钉子”的对

比是等时的, 在十万年甚至万年级精度上“金钉子”无法完成

等时对比. 即以“金钉子”定义的国际地质年代表无法为地球

系统科学研究提供十万年甚至万年级精度的时间和空间格

架. 相比之下, 生物地层格架内的事件地层界线的等时性要

图 1 生物演化事件、海平面变化、生物地层、层序地层、事件地层之间的关系. 生物演化示意图据文献[84]
Figure 1 Relationships among evolutionary events, sea level changes, biostratigraphy, sequence stratigraphy, and event stratigraphy. The biological
evolution diagram is from Ref.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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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于单一的生物地层界线.
(2) 可识别性. 作为地层对比的标准, 地层界线定义的可

识别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地层界线标准不易识别, 则

难于进行精确对比; 如果不易识别和精确对比, 地层界线标

准的意义和实际作用就会受到明显的限制[27]. 年代地层界线

定义不仅要有生物标志和化学标志, 而且还要有明显的物理

标志, 在野外易于识别, 可以用于区域地质填图. 从可识别性

上来看, 事件地层界线明显优于生物地层界线.
(3)多学科可研究性. 一个理想的年代地层界线应该反映

“地球历史演化重大自然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应该在物理、

化学和生物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识

别并用于对比. 白垩-古近系之间的界线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实

例. 从适用于多学科研究方面来看, 事件地层界线明显优于

生物地层界线.
(4)普遍存在性. 用于定义年代地层界线的标志最好在地

层中普遍存在. 生物带在地层中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生物带

底界是穿时的, 而且无法跨相区对比. 狭义的地质事件及其

地质记录虽有极强的等时性和可识别性, 但在地层中少见且

分布不均匀, 不能系统地用于定义年代地层界线. 广义的事

件地层界线, 即具有事件地层界线性质的地层界线, 如层序

地层关键界面、磁性地层界面、元素地球化学地层界面、

同位素地球化学地层界面、旋回地层界面在地层中都是普

遍存在的, 可以作为辅助标志用于定义地层界线. 从普遍存

在性方面看, 层序地层学中层序的关键界面(层序界面、初

始海泛面和最大海泛面)、副层序界面和副层序组界面在地

层中是普遍存在的, 旋回地层学中不同级别沉积旋回的界面

在地层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5) 不可重复性. 生物地层界线是不可重复的. 除了生物

集群绝灭事件界线外, 其他具有事件地层界线性质的地层界

线在地史时期都是可以重复出现的. 正因为如此, 具有事件

地层界线性质的地层界线不能单独用于定义年代地层界线.
(6) 跨沉积相区广泛可对比性. 生物地层界线是穿时的,

而且无法用于不同沉积相区的对比. 事件地层类界线在理论

上是等时的, 而且可以用于跨相区对比.
按照上述因素要求, 生物地层学与事件地层学都无法单

独完成高分辨地质年代表的任务, 需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

导, 将生物地层与事件地层有机结合起来, 在生物地层格架

内用事件地层标志定义年代地层界线. 两个指标共同使用,
缺一不可.

6 选择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的参考标准
选择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涉及两个问题: 一

个是地层界线的生物地层定义, 另一个是如何确定定义地层

界线的标准化石出现的最早位置. 目前学界对国际地层表中

地层界线长期争论不休, 根本原因在于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确

定缺乏客观的标准, 在GSSP的选择上受到诸多非科学因素甚

至地缘政治的影响.

6.1 选择全球界线层型生物地层定义的参考标准

《国际地层指南》
[88,89]指出, 阶的界线层型必须选择在

连续沉积(最好海相)序列之内, 而且其顶、底界的界线层型

应当与作为等时面、能易于识别和长距离追索的生物带这

样的明显标志面在一起. 《国际地层指南》
[88,89]一方面认为,

最坏的可能界线就是一个不整合, 因为它不但不代表时间上

一个明显点, 而且倾向于侧向延伸年龄改变. 同时又指出: 如
果地球历史演化重大的自然变化(自然间断)能与连续沉积序

列中特殊的点一致, 这些点就可以构成合乎需要的阶的界线

层型点.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确定GSSP的方法上存在着强

调单一岩性连续沉积和重视自然界线的两种不同观点和表

达方式. 实际上, 这也充分说明界线层型和自然界线不仅是

相互联系的, 而且它们之间应当是相互统一的.
国际地层委员会[90~92]虽然也指出GSSP应与一些最具有

对比潜力的标志性事件联系起来, 以利于对比, 但又要求“界
线附近没有纵向相变”, 认为“岩相或生物相的变化反映了生

态条件的变化, 可能控制了界线层上某一特定种的出现. 岩

性的突然变化可能与一个间断相对应. 一条明显的界线可能

就有可疑之处”[90~92].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选择界线要求最大

限度地避开自然事件的影响. 在具体实践中, 过分强调沉积

的连续而相对忽视了地质事件及其形成的自然界面的重要

意义, 方法上又较单纯地依靠生物地层方法, 强调了重要标

志性化石属种首次出现的重要性. 因而所建立的年代地层界

线的地质标志不明显, 在野外难于识别和对比, 在实际工作

中不易操作. 由此导致GSSP的研究在标志点层位、标志化

石和地点的选择上引起了许多争论[55,83,93,94].
根据生物地层界线与广义的事件地层界线之间的成因

关系, 王训练和苏文博[11]提出事件地层单元的顶界面. 如层

序地层中三级层序的初始海泛面, 可以作为选择全球界线层

型剖面和点位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 认为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位应选择在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三级层序的初始海泛面)之
上第一个广泛分布的化石带底界, 如图1中的生物带B1底界.
这样可以弥补用单一生物地层学方法确定界线层型剖面和

点位的不足, 消除由此产生的争议, 既满足了《国际地层指

南》
[88,89]和国际地层委员会[90~92]对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

的要求, 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地质年代表的稳定性, 还大

大提高了年代地层界线标准的可识别性, 有利于全球精确

对比.
按照这个参考标准, 目前使用的泥盆-石炭系界线的定义

和二叠-三叠系的定义是比较理想的. 它们都是以事件地层单

元顶界面(三级层序的初始海泛面)之上第一个广泛分布的生

物带定义的, 所以关于界线的定义争论比较少. 古生界其他

系底界的定义与事件地层界线的关系不是十分明确, 因而关

于界线定义的争论都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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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选择全球界线层型剖面的参考标准

年代地层界线定义确定之后的工作就是选择层型剖面.
按照现在的做法, 希望选择定义界线标准化石首现的剖面作

为层型剖面. 在现阶段技术水平下, 一个化石在全球的首现

点几乎是无法确定的, 只能希望确定该化石出现最早的剖面.
即使要确定标准化石出现最早的剖面, 仅仅单纯的生物地层

也是无法完成的, 需要生物地层与事件地层结合完成. 生物

地层界线有一定程度的穿时性, 各剖面上地层的沉积速率也

不易确定. 因此, 难于确定标准分子出现的最早地区和最低

层位. 如图2所示, 标准分子在A、B、C、D和E五个剖面上

的出现并不是等时的. 如前所述, 生物地层单元下界通常不

同程度地高于其下事件地层单元的顶界面(图2), 或者与其下

事件地层单元的顶界一致. 假定在相同的沉积环境下各剖面

上沉积速率是近乎相等, 则与事件地层顶界面距离越短的化

石出现的时间越早, 即与事件地层顶界面距离最短的化石出

现最早, 其所在剖面应该作为界线层型剖面. 在目前情况下,
可以在同样沉积古地理背景(通常是大陆斜坡或半深海环境)
下连续沉积序列中选择标准分子化石带底界和其下事件地

层顶界面(如三级层序的初始海泛面)之间距离最短的剖面作

为界线层型剖面, 该剖面上标准分子首次出现的位置便是理

想的GSSP(图2). 在图2中, 假定A、B、C、D和E五个剖面沉

积于大致相同的古地理背景, 具有大致相同的沉积速率, 在C
剖面上标准化石带底界距离其下事件地层顶界面距离最短,
可以认为与其他剖面相比, C剖面上标准化石出现的时间最

早, 应当作为界线层型剖面.
在几个曾作为二叠-三叠系界线的候选层型剖面上, 标准

分子H. parvus首次出现的位置均高于事件地层顶界面(表现

为三级层序的初始海泛面). H. parvus带的底界在浙江长兴

煤山剖面上高于事件地层顶界面8 cm[95], 在四川广元上寺剖

面上高于事件地层顶界面22 cm[36], 在克什米尔Guryul谷剖面

上高于事件地层顶界面约600 cm[96]. 3个剖面中, 浙江煤山剖

面上出现的H. parvus位置与其下事件地层顶界面距离最短.
如果这几个剖面上的沉积相是一致的, 具有大体一致的沉积

速率,在目前情况下,则可以认为浙江煤山剖面上的H. parvus
出现最早. 因此, 以浙江长兴煤山剖面作为二叠-三叠系界线

的GSSP无疑是最佳选择.

6.3 识别和对比年代地层界线的重要参考标志

目前仅在极少数剖面上发现定义年代地层界线的首要

标准类群首次出现的位置与事件地层顶界面完全一致, 大量

的情况是首要标准类群首次出现的位置常不同程度地高于

事件地层顶界面[11](图2).
从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到首要标准类群首次出现这一

段地层中没有标准类群化石出现, 至少有几种可能的原因:
(1) 当时标准类群的生物物种没有形成, 即标准类群物种的

形成相对于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稍微滞后; (2) 标准类群的

生物物种已经形成, 但没有迁移到此地; (3) 标准类群的生物

物种已经形成也已经迁移到此地, 但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形成

化石; (4) 标准类群的生物物种已经形成也已经迁移到此地,
并已经形成化石, 但由于研究程度所限还没有找到它出现的

最低层位. 遗憾的是, 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目前还无法确

定究竟是哪种原因造成标准类群首次出现的位置和事件地

层单元顶界面位置的差异, 因而一般也难于确定标准类群化

石带的最低层位究竟在何处. 同时, 由于测年技术等方面的

限制, 尚不能精确地估算各剖面上的沉积速率. 因此, 目前还

很难确定标准类群在哪个剖面上出现得最早.
大量研究表明, 不论受到上述何种因素的影响, 定义全球

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标准类群首次出现的位置均不低于其下

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 即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是标准类群分

布理论上的最低界线. 因此可以把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看成

是定义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标准类群首次出现的最低位

置[11](图2). 理论上, 在地层连续地区同一三级层序初始海泛面

(事件地层单元顶界面)是全球等时的, 初始海泛面又有明显的

生物标志和物理标志, 在地层划分和对比上具有好的可操作

性. 因此可以将标准分子化石带底界之下的事件地层单元顶

界面作为识别和对比年代地层界线的重要参考标志[11].

图 2 时间带、生物带与事件地层界线之间的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s among chronozone, biozone and event 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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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训练[12]从综合地层学的观点出发, 讨论并提出了确定

GSSP的步骤和方法, 补充和完善了现行确定GSSP方法. 采用

补充完善后的这种方法确定GSSP, 不仅使地层界线更好地反

映包括生物发展阶段性在内的“地球历史演化重大自然变

化”, 而且使地层界线的识别和对比更具有可操作性, 还使地

层界线标准的选择更具有客观性.

7 研究实例: 上泥盆统年代地层划分
泥盆系所有阶的定义和阶的GSSP已经被全部确定[97,98].

国际地层委员会泥盆系分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亚阶的

建立[99~101].
上泥盆统包括两个阶: 下部的弗拉阶(Frasnian)和上部的

法门阶(Famennian). 进一步划分弗拉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学者几乎都同意弗拉阶分为3个亚阶[102]. 中弗拉亚阶的底界

以牙形石Palmatolepis punctata的首次出现为标志, 上弗拉亚

阶以牙形石Palmatolepis semichatovae的海进面为标准, 比下

rhenana带稍高一点[100]. 相比之下, 进一步划分法门阶的争论

较大. 争论的焦点是三分还是四分. 2003年, 通过国际地层委

员会泥盆系分会选举委员的最后投票, 法门阶四分方案已获

通过[101], 各亚阶生物地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
Johnson等人[103~105]在北美和欧洲晚泥盆世识别出7个具

有全球一致性的海平面升降旋回(图3). 这7个海平面升降旋

回所控制的7个三级层序在全球范围内的远距离对比也得到

生物地层的有力支持. 在华南地区, 除了欧美地区IIe的第3个
小规模海平面上升事件表现不明显外, 欧美地区晚泥盆世其

余几个海平面上升在华南地区表现得相当清楚, 说明这些海

平面变化旋回具有全球对比意义[106,107]. 本文主张用海进事

件面(具体表现为三级层序中的初始海泛面)和其上第一个广

泛分布的生物带底界确定亚阶的底界. 根据全球地质事件、

海平面变化以及它们与生物地层的关系, 把弗拉阶划分为3
个亚阶, 把法门阶划分为4个亚阶. 这7个亚阶的底界分别与

上泥盆统7个海进事件面(层序的初始海泛面)之上第一个广

泛分布的生物带底界一致, 晚泥盆世7个海平面变化旋回的

海进面可以作为选择、定义、识别、对比这7个亚阶底界的

重要参考标准(图3).
下弗拉亚阶底界, 即中、上泥盆统界线, 应置于Mexo-

taxis falsiovalis带底界或者最下Palmatolepis asymmetricus带
底界, 较现在使用的中、上泥盆统界线标准下Palmatolepis
asymmetricus带底界略低[108]. 这条界线与全球海平面上升事

件IIb一致[103~105,109,110]. 中弗拉亚阶底界以牙形石Palmatole-
pis punctata的首次出现为标志. Palmatolepis punctata首次出

现的层位下部是世界性的海侵事件IIc. 上弗拉亚阶底界与

Palmatolepis semichatovae海进事件, 即海平面上升事件IId的
底界一致, 以Palmatolepis semichatovae的首次出现为标志,
略高于下Palmatolepis rhenana带的底界. Palmatolepis semi-
chatovae海进事件是晚泥盆世、也是整个泥盆纪中最大的海

进事件[103~105], 是一条非常容易被生物地层学家在全球识别

和使用的自然界线[111].
法门期总体上是一个全球海平面下降期. 这个总体海平

面下降期被4个海平面上升事件所中断, 构成4个海进-海退

旋回[103~105]. 其中IIe包括3个次级海进-海退旋回, IIf仅包括1
个海进-海退旋回[103~105]. 下法门亚阶的底界, 即弗拉阶与法

门之间的界线, 置于中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带的底界, 与

海平面升降旋回下IIe旋回(lower IIe)[105]的底界一致, 高于现

图 3 本文建议的上泥盆统亚阶划分、定义及其与生物地层和事件地层之间的关系
Figure 3 Suggested division and definition of Upper Devonian substag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biostratigraphy and event 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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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的下Palmatolepis triangularis带的底界, 也高于弗拉

阶-法门阶绝灭事件层的底界. 中法门亚阶的底界以Palmato-
lepis marginifera带的底界为生物地层标志, 与海平面升降旋

回中IIe旋回(middle IIe)[105]的底界一致. 这个全球海平面上升

事件在北美、西欧、俄罗斯亚洲部分、我国华南及澳大利

亚西部都可以识别[112]. 上法门亚阶的底界以牙形石下trachy-
tera带的底界为标志, 与海平面变化旋回上IIe旋回(upper IIe)
的底界一致. 最上法门亚阶时间范围大致与传统的Strunian阶
一致, 其底界的定义为牙形石Palmatolepis expansa的首次出

现. 下expansa带之底界位置与重要的全球海平面上升事件IIf
一致[103~105,113,114].

这个划分方案使上泥盆统阶和亚阶的划分与地球历史

演化的自然节律相对应, 阶和亚阶的界线与重大地质事件吻

合. 阶与亚阶的界线不仅是一个生物地层界线, 而且有明显

的事件地层标志, 可能代表自然界线.
需要说明的是, Johnson等人[103~105]在北美和欧洲晚泥盆

世识别的7个海平面升降旋回中, 上IIe海平面上升事件, 即与

下trachytera带底界一致的海平面上升事件, 其幅度和影响范

围都比较小. 这个海平面变化旋回在华南的表现也不十分明

显[106,107]. 因此本文提出的以下trachytera带底界出现为标志

的上法门亚阶的识别相对比较困难, 不如其他几个亚阶明显.
从亚阶的延续时限来看, 中法门亚阶仅包含一个牙形石带,
即Palmatolepis marginifera带, 其明显偏短, 也混淆了生物带

和亚阶的区别. 考虑到亚阶的可识别性、可对比性和亚阶与

生物带的区别, 或许把本文提出的中法门亚阶与上法门亚阶

合并为一个亚阶, 将法门阶划分为下、中、上3个亚阶, 分别

以Palmatolepis marginifera带的底界和下expansa带的底界作

为中法门亚阶和上法门亚阶底界的定义, 要比现在把法门阶

分为下、中、上和最上4个亚阶更为合理.
进入21世纪以来, 地球科学研究进入地球系统科学时

代[115], 不仅为地层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也为地

层学研究带来了机遇. 希望地层学研究的同行在科学研究与

实际应用两方面用更加开阔和更加综合的观点研究地层学,
以适应和满足地球系统科学时代对地层学的要求. 同时, 中

国的地层学研究不仅要力争更多的“金钉子”落户中国, 还应

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地层发育优势和研究优势, 加强地层学理

论与方法研究, 力争有所突破, 在国际地层学界研究规则的

制订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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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or “‘金钉子’之后的国际年代地层表刍议”

Attempting discu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after the Global Standard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Xunlian Wang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E-mail: wxl@cugb.edu.cn

To date, approximately two-thirds of the Phanerozoic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have been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Global Standard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GSSP) concept in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However, in practice, almost all definitions and correlations of these boundaries are controversial, and some of the
definitions are indeed questionable. Consequently, the definitions of some boundaries for the standard of correlation
become almost meaningless, and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guiding ideology and research methods for
determining 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is no longer able to
meet the need for accuracy of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ework for Earth system scien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new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after the GSSP.
Given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after the GSSP should be developed to solve the following
issues: (1) Improving the time resolution; (2) improving the identifiability of 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3) improving the
isochronism of 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4) establishing a standard for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that is suitable for
accurate correlation of different sedimentary facies in different regions; (5) establishing objective, repeatable, and
verifiable criteria for the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GSSPs; and (6) ensuring that the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reflect
the historical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Earth.
The present paper attempts to combine biostratigraphy and event stratigraphy to define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and takes the geological event surface as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defining, selecting, and identifying GSSPs. In the
specific approach, the speciation event of the first widely distributed species above the top surface of the event stratigraphic
unit, that is, the base of the first widely distributed biozone above the top surface of the event stratigraphical unit, should be
selected as the biostratigraphic definition of a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y (the first criterion). The section with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he first appearance datum (FAD) of the index fossil selected to define a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y and the top surface of the event stratum should be chosen as the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the second
criterion), and the FAD of the index fossil in the section is the GSSP. The top surface of the event stratum below the index
fossil, as the biostratigraphic definition of a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y,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criterion for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iostratigraphy, the records of all
types of geologic events and other strictly isochronous natural boundaries are used for further division and more accurate
correlation of deposits in detail, which may improve the resolution of the stratigraphic division and the identifiability of
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This would allow a new gene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to reach the
same time scale as the Quaternary (tens to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nd improve the identifiability of
chronostratigraphic boundaries in the field to benefit geological mapping.

International Chronostratigraphic Chart, geologic time scale, Global Standard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GSSP), golden spike, modern 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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